多种“社会交互式传播技术”（Socially Interactive Technologies, SITs），尤其是即时通讯（IM）和手机短信（SMS），已成为青少年生活空间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是他们与朋友交往的重要途径。IM和SMS在青少年群体中高度普及（Lenhart, Madden, Macgill & Smith,2007），且在我国比在西方国家更为流行。据CNNIC的最新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1），IM在25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大学生网民中普及率分别为83%和95%。一份对上海1963名大中学生的调查指出，仅有0.4%的青少年不使用SMS；使用SMS的青少年，46%每月发送短信超过350条，7%是每月发送950条以上的“重度用户”，超过60%的青少年对短信高度依赖（刘素娟,闵凤,2008）。社会各界对SITs如何影响青少年的学业成绩、社会化、情绪情感的关注，远超出其他媒介。
SITs既是个人化媒介，更是互动性媒介。个体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与他人建立联系并交往。社会关系网由有着交往关系的个体及相互之间的联系而构成。人们容易受到置身其间的社会关系的影响（Wasserman& Faust,1994：3-5）。其中，“同辈关系”（peer relationship）作为一种社会语境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范式中，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表现为嵌入特定社会结构的固定模式（Coleman,1980：408-431）。传播新技术被认为划定和塑造着青少年的同辈关系（Ling & Yttri,2002：139-169）。IM和SMS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交互式技术，为我们分析青少年基于SITs的同辈关系网如何体现和影响现实情境中的友情网（Friend Network）提供了契机。友情网主要基于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和有线电话等传统沟通形式而建构；短信网和即时通讯网，尽管可能部分源自友情网，但基于SITs发展、维系和演变。青少年个体拥有何种社会关系网，以及在网络中处于何种地位，直接影响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和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进一步影响其社会化过程。以青少年新媒体使用的效果理论为框架，本研究采用适宜探索社会关系及其结构的SNA范式，检视青少年基于SITs的同辈关系网对现实社会友情关系的可能影响。
一、青少年的新媒体使用与社会交往
青少年相对成人具有更高的传播需求，在离开父母生活后，主要通过与同辈交往而逐步发展成人特质（Steinberg & Morris,2001）。由于将不停地接触、学习和实践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Collins& Laursen,2000：59-70），他们可能充满不安和紧张；而减弱和消除这种紧张不安的重要方法，是形成与维持紧密的友情关系。青少年使用即时通讯和手机短信等连接个体与同辈交往圈，使得他们重建与整合社会关系成为可能。社会交互式传播技术已成为青少年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媒体技术对人们社会关系的影响一直是富有争议的热点议题。关于互联网这种交互式媒体的使用对人们既有社会关系的影响，许多早期研究得出了负面效果，认为对青少年的社会发展不利，因为互联网驱动青少年与陌生人构建的线上关系不像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关系那样有益（Nie,2001）；线上形成的“弱联系”（weak ties）可能取代线下的“强联系”（strong ties），上网会也取代他们与家人、朋友互动的时间。支持这种基于个人时间使用“零和游戏”的“替代假设”（Displacement hypothesis）的经验研究（Mesch,2003；Mesch,2006；Nie, Hillygus& Erbring,2002：215-234）发现，在线沟通比面对面传播的用途更少，较多的互联网使用与家庭成员交流及与本地社交圈规模的减少相关，降低了关系的强度和质量，助长个体的孤独感和沮丧感。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即时通讯、社交网站取代上世纪末在网络用户中流行的、适用于与陌生人沟通的MUDs 1、公共聊天室等应用形式，互联网更可能促进青少年与已有朋友的交流。近期研究更支持与替代效果相反的“增进假设”（Increasehypothesis）。基于互联网拥有突破人类交往时空界限潜能的积极观点（Kavanaugh, Rosson, Zin & Reese,2005），不少研究发现青少年主要用在线传播技术以维系现有社会关系（Gross,2004），他们与亲人、朋友的线上沟通不但没有降低与对方面对面接触和打电话的频率（Shklovski,Kraut & Rainie,2004），反而以即时通讯增加而非替代基于电话等传统媒介的交流（Lenhart, Madden & Hitlin,2005）。
“增进假设”进一步延伸到“富者愈富假设”（Rich-get-richerhypothesis）和“社会补偿假设”（Social compensationhypothesis）两种理论构建中，探讨在社会融入者与孤立者中，谁通过SITs的使用获益更多。前者认为，在线传播有助于增进善交际者和已拥有强大关系网络者的社会联系，因为个体已有的社会联系或交际能力是互联网使用的先行变量；后者宣称，互联网对社交焦虑和孤立者更有益，因为缺少线下社会联接者可能认为互联网对发展社会关系更具优势。许多研究支持富者愈富假设（Bryant, Sanders-Jackson & Smallwood,2006；Kraut, Boneva, Cummings, Helgeson & Crawford,2002；Valkenburg & Peter,2009a）。也有研究发现，社会孤立者、羞怯者或内向者更可能选择与朋友通过在线传播方式互动，以降低社交对初始社会关系资源较少者的压抑影响（Goby,2006）。在本土的研究发现62.7%的青少年在短信中更能表达自我，50%认为使用短信比在实际生活中更易与人交流（刘素娟,闵凤,2008）。迄今，两种理论解释尚处于争论之中。
整体来看，多数研究者认为社会交互式或在线传播技术使用能促进青少年的社会关系（Bryant, Sanders-Jackson & Smallwood,2006）。有关“互联网增进私密性自我表露假设”（Internet-enhanced intimate self-disclosure hypothesis）的研究为此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基础（Valkenburg & Peter,2009a），认为互联网增进个体间私密性的自我表露，进而增强关系质量。然而，此前研究未曾注意到的是，所有交往关系皆镶嵌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Lin,2001：30-33；Simmel,1971：55-58），既往探讨社会交互式传播技术与青少年社会关系的研究，皆局限于对个体属性的考察（如性别、互联网使用时间、关系强度），未能回归到社会关系的本质，实现对传播关系的结构化研究。以各种社交网站（SNS）和微博等为代表的各种社会交互式媒体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更凸显对人类传播现象进行结构化研究的必要与价值（Zhang,2010:3-22）。甚至有研究者呼吁，互联网学者应超越对传统的、个体基于电脑中介传播行为的研究，关注更为宽广的社会结构与关系网络（Garton, Haythornthwaite & Wellman,1997）。
二、“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视角
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网络分析”（SNA）在上世纪70年代后成为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范式，特别适宜于探索人们的社会关系结构，包括传播结构和关系网络。在SNA研究中，分析的基本单位是“关系”（relation）而非不同类别的个体受访者（如男性、内向者、重度网络用户），采用的数据类型是关系数据（relational data）而非属性数据（attribute data）。SNA主要有整体网（whole network）和个体网（ego network）两种分析层次。
当代SNA的技术和突破主要在整体网领域出现。使用整体网资料能揭示社会网络内部的结构。例如，网络规模（size）表征整体网络包含的全部行动者数目；凝聚力（cohesion）建立在两个行动者的最短途径即“距离”的基础上，凝聚力越大，则网络越紧凑，网络连通性越好，对其中个体的整合力越强；密度（density）为网络中实际存在的关系总数与理论上最多可能存在的关系总数之比，密度越大的网络对个体态度和行为产生的可能影响越大（Scott,2000:76-81）。迄今鲜有研究将SNA范式应用于探索人们的传播结构，尤其是同辈关系网络（Haythornthwaite,2007:122-137；Van Cleemput,2010:75-86）。已有关于传播关系网的研究为数极少（Humphreys,2007；Kavanaugh, Rosson,Zin & Reese,2005；Schneider & Hemmer,2005），且采集和分析的并非关系数据。尽管Bryant等人的研究声称，其结果来自对少年儿童线上传播网络的考察（Bryant, Sanders-Jackson & Smallwood,2006），但社会网络分析的核心概念皆未被纳入设计框架。随着青少年将IM和SMS等技术深刻融入日常生活，我们假定：从增进/替代效果框架看，若他们基于SITs的关系网络规模和关系质量并未超越现实关系网，增进假设将获得支持，即SITs关系网没有“反客为主”而替代传统沟通形式构建的关系网；反之，若他们基于短信和即时通讯的关系网指标优于现实关系网，替代效果将获得支持。我们由此提出第一个问题：
RQ1：在整体网层次，青少年基于SITs的同辈关系网的基本构成指标是否优于现实社会的同辈友情网？
揭示网络结构是整体网研究的重要目的。与质化的社会结构研究不同，SNA使用量化的结构观，以“子群”（subgroup）概念来描述网络内部的结构，以相应指标划分个体所属子群，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处理体现交往结构（Wasserman& Faust,1994:250-252）。子群内外关系是子群分析的重要方面（Alba,1973），块模型（block modeling）能对社会角色进行描述性代数分析，基于小群体内外的密度关系比较而划分整体网中的子群，避免使用其他方法造成某个体同时从属于多个子群的情形。 2分析青少年同辈关系网的子群构成，有助于探讨SITs是否改变了他们现实同辈关系网的构成状况。本研究提出的第二个研究问题是：
RQ2：青少年基于SITs的同辈关系网是否改变了他们现实友情网的子群结构？
个体网层次的社会网络分析可验证社会融入水平不同的青少年，谁在传播新技术的使用中更加获益。个体网层次的基本指标如网络规模、关系数量（ties）和网络密度，可揭示青少年同辈友情网与SITs网络在个体层面的差别。个体网络规模表示与某一个体建立关系的其他个体总数；关系数量指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总数，规模和关系数量表征个体可能拥有的社会资源；个体网密度是“实际存在的关系总数”对“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最多关系总数”之比值，密度越大则个体在网络中的关系越强（罗家德,2005:132-133）。若现实关系网中的相对融入者（网络规模大、处于核心地位者）拥有较大规模的SITs关系网，并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则“富者愈富假设”获得支持。换句话说，在经验层次，应能从个体友情网指标正向预测SITs关系网的相应指标。由此，如下问题被提出：
RQ3：在个体网层次，青少年现实社会的同辈友情网与基于SITs的同辈关系网在重要网络指标有何联系？
作为网络中个体行动者“权力”（power）关系的体现，个体网的中心度（centrality）包含三种测量方式（刘军,2004:116）：点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是与该点直接相连的节点/行动者的数量，表征个体居于同辈关系网中心的可能性；接近中心度（closeness）根据点与点之间的距离（distance）测量个体不受他人控制的程度；中间中心度（between-ness）表征个体位于其他行动者交往路径“中间”以控制他人的程度（Freeman,1979）。通过比较现实关系网络中拥有权力资源不同的青少年在个体SITs关系网中心度的可能变化，可判断哪些人通过SITs使用而受益更多。由此，我们提出第四个问题：
RQ4：青少年基于SITs的同辈关系网是否改变了同辈友情网中的权力分布状况？如果是，哪些人的权力资源得以增加而哪些人的有所流失？
三、研究方法
在当代整体网的研究领域，具有较大理论价值的、相对封闭的整体网，往往规模不大。Davis及其同事运用18位妇女参加14个事件的信息，揭示出宏观和微观层次影响个人选择的因素（Davis, Gardner & Gardner,1941:147-156）。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家族之间的联姻关系与商业关系显著关联的研究结论，来自于历史文献中收集的16个家族的关系数据（Padgett & Ansell,1993）。可见，社会网络研究中的个体行动者数量并非影响研究质量的决定性因素。
本研究的受访者来自我国中部地区一所部属大学的一个本科学生班。一般来说，班级成员会认识每一位同学，并有他们的MSN、QQ号码和电话等联系方式。由此，将班级作为青少年大学生同辈关系网的边界，有助于降低研究的复杂性，使研究的执行达到具有可操作性的水平。我们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全班31位学生的数据，包括他们现实友情关系的类型、即时通讯与手机短信的使用状况、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受访者包括11位男性和20位女性，年龄在19-21岁之间。问卷的发放和填写在两节课堂之间，受访者平均花费5分钟填写完成，当场回收的全部问卷有效。调查于2008年7月实施。2009年1月，研究者约集所有受访者，就初步处理后的数据进行核实并得到确认，表明本研究的测量拥有相当稳定的信度。
研究考察被访者三种类型的同辈关系网：现实友情网、短信沟通网和即时通讯关系网。每位受访者被要求列出在全班其余30位同学中，他/她的“亲密朋友”、“好朋友”、“朋友”和“一般同学”分别为谁，以3、2、1、0表示。受访者还被问及他/她与本班哪些同学通过短信和即时通讯进行联系，以及联系的时间长短（或短信条数/周）和总体频度。频度包括“频繁”、“较多”、“偶尔”和“从不”，分别用3、2、1、0代表。三种同辈关系网的关键指标（网络密度、关系数量、凝聚力、子群关系和中心性）皆通过UCINET软件处理后自动给出。整合全部受访者的数据，得到三种类型的1-模整体网（one-mode wholenetwork）。需要指出的是，受访者与班级之外其他同辈人的关系未被考虑进来，因此，本研究中的1-模整体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同辈关系整体网。然而，不少社会网络分析分析的概念和方法，仍可被谨慎地用来做相应分析。
四、研究发现
所有受访者皆为手机短信（SMS）和即时通讯（IM）用户，但分别有两人从未向其他受访者（即自己的同班同学）发送短信或以即时通讯方式交流（但后者却通过SMS和IM与这两人有交流）。SMS和IM的“重度用户”有4人，每周向同伴发送超过140条短信，在即时通讯上花费超过500分钟与同伴交流。平均来看，受访者每周向同伴发送短信32.9条（SD=39.8），在IM上花费
136.6分钟（SD=157.4）。
每位受访者平均拥有1.58个“亲密朋友”、4.97个“好朋友”和8.87个“朋友”。短信沟通上平均有1.29个“频繁”交流的同伴，2.74个“较多”和3.39个“偶尔”交流的对象。通过IM，受访者平均有1.55个“频繁”交流、4.35个“较多”和4.42个“偶尔”交流的同伴。整体上，同辈友情网无论在关系数量还是强度上均超出基于社会交互式传播技术的同辈关系网。
RQ1：在整体网层次，青少年基于SITs的同辈关系网的基本构成指标是否优于现实社会的同辈友情网？受访者同辈友情网、短信网与即时通讯网的规模均为31，整体网社群图（socio-gram）如图1所示，分别以点的大小和线的粗细表示关系数量和强度。友情网（左）的凝聚力指数为
0.75，在三种网络中最高；短信网（中）的凝聚力最低（0.57）；即时通讯网（右）凝聚力为0.63。同辈友情网比基于SITs的同辈关系网的凝聚力更大。

图1 受访者的同辈关系整体网（自左至右依次为友情网、短信网和即时通讯网）
不对称整体网矩阵的密度等于“实际存在的关系总数”对“理论上最多可能存在的关系总数”之比值。网络密度越大，对网络中行动者态度和行为产生的可能影响越大。三种整体网的密度分别为0.777、0.426和0.585。当代整体网研究已可检验两个网络的密度是否相等的统计显著性（Wellman,2002:270-272）。采用自举抽样法（bootstrapping） 3，从受访者三种同辈关系整体网中以各节点的子集构造出10,000个网络。如表1，受访者SITs关系网的密度均显著低于友情网。综上，SITs关系网无论是在关系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未超越友情网，即SITs关系网没有“反客为主”而替代传统沟通形式构建的关系网。
RQ2：青少年基于SITs的同辈关系网是否改变了他们现实友情网的子群结构？
通过CONCOR程序建立块模型可划分个体在友情网和SITs关系网中的所属子群，分析关系网的结构，通过比较两者的异同，考察SITs关系网是否改变青少年现实社会关系的 “小圈子”。经过CONCOR三次迭代，受访者友情网、短信网与即时通讯网中的子群关系树形图如下所示。按群体内外交流密度（α-密度）划分为8个子群，每种网络中的集群不同。
表1 三种同辈关系网络的密度比较
	 
	整体网密度
	差值
	p值（双尾）

	友情网 / 短信网
	0.777 / 0.426
	0.352
	0.000

	友情网 / 即时通讯网
	0.777 / 0.585
	0.19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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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受访者同辈关系网子群关系树形图（自左至右依次为友情网、短信网和即时通讯网）
表2进一步显示出同辈群体成员在三种网络中不同的子群归属。其中，每个子群按照其内部成员多少，用数字降序标示（在三种网络中标示为 “①”的子群成员数量最多，子群 “②”规模次之，依次类推）。任何两位被访者，在三种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均从属于同一子群的情况极少。可见在现实社会的友情网中，联系相对紧密、同属于一个 “小圈子”的个体，在SITs关系网中各自与其他个体靠近，形成与友情网中迥异的群体结构。这种差别还可进行统计学检验。
表2 同辈关系网络中的子群归属
	编号
	姓名
	友情网
	短信网
	即时通讯网
	编号
	姓名
	友情网
	短信网
	即时通讯网

	1
	QF
	①
	③
	①
	17
	LJ
	②
	⑤
	④

	2
	ZRB
	①
	②
	⑦
	18
	LYM
	⑥
	①
	③

	3
	FJY
	⑧
	①
	⑧
	19
	MN
	④
	⑤
	⑥

	4
	NDB
	③
	①
	④
	20
	SYL
	②
	④
	⑧

	5
	HK
	③
	①
	①
	21
	SHL
	①
	③
	①

	6
	BX
	③
	①
	①
	22
	TPY
	②
	④
	②

	7
	YLZ
	③
	⑤
	④
	23
	WX
	②
	③
	②

	8
	RY
	①
	③
	⑦
	24
	XN
	③
	②
	②

	9
	HXZ
	②
	④
	②
	25
	XLF
	⑤
	⑥
	③

	10
	CXY
	⑥
	①
	③
	26
	YN
	⑤
	⑦
	⑤

	11
	CX
	⑦
	⑧
	⑥
	27
	YCG
	①
	②
	⑧

	12
	CYH
	④
	①
	③
	28
	YSM
	⑤
	⑦
	⑤

	13
	DY
	④
	①
	①
	29
	ZH
	①
	②
	②

	14
	JYL
	①
	②
	⑦
	30
	ZP
	⑦
	⑧
	⑥

	15
	LN
	④
	④
	⑤
	31
	YGW
	①
	⑥
	⑤

	16
	LQ
	②
	⑤
	④
	 
	 
	 
	 
	 


将受访者在三种同辈关系网中的子群归属矩阵转换为表征他们是否属同一子群（以1或0标记）的对称矩阵。表3展现了同子群关系矩阵QAP列联表交叉分析的结果。数据表明，SITs关系网与友情网中的子群结构有显著差异。较之友情网与即时通讯网的差异（p<0.05），同子群关系在友情网与短信网中的差异体现得更为显著（p<0.01）。这表明，通过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往、短信互动和即时通讯交流，一个班级的学生形成了不同的关系子群，展现出不同的关系网络结构。
表3 同辈关系网络中同子群关系的交叉分析
	 
	 
	短信网 a
	 
	 
	即时通讯网 b

	 
	 
	异子群
	同子群
	 
	 
	异子群
	同子群

	友情网
	异子群
	362(77.8%)
	39(8.4%)
	友情网
	异子群
	367(78.9%)
	34(7.3%)

	
	同子群
	44(9.5%)
	20(4.3%)
	
	同子群
	51(11.0%)
	13(2.8%)


aX2bX2
=23.081, SD=1.569, p=0.001. =8.506, SD=1.494, p=0.012.
RQ3：在个体网层次，青少年现实社会的同辈友情网与基于SITs的同辈关系网在重要网络指标有何联系？
整体网中的每个节点，分别与其交往对象构成一个“个体中心网”。在友情网中，最小个体中心网的规模是8，最大28；在短信网中最小和最大规模分别是3和22；即时通讯网中为2和24。关系数量，友情网中最大为399，最小为34。短信网中分别是134和5；即时通讯网中为228和2。在友情、短信和即时通讯三种网络的个体网中最大密度分别是0.8、1和1，最小为0.53、0.20和
0.33。可见，个体友情网的网络规模最大，关系数最多，密度趋于均衡；短信关系网处于另一端，即时通讯关系网介于两者之间。
以31个受访者在个体层次的友情网指标分别对短信网和即时通讯网的相应指标做QAP回归分析，6个模型的回归系数皆为显著（表4）。除网络密度指标的两个模型中标准化β和因变量方差解释稍小，其余四个模型，标准化β值高达0.6，可解释因变量至少35%的变差。因此，由受访者在友情网中的个体网指标能预测SITs关系网的相应指标。也就是说，现实友情网中个体网规模大、关系数量多和密度高的受访者（“社会融入者”），在SITs关系网中的相应指标也更具优势。
表4 个体网层次友情网对传播技术网络对应指标的回归分析结果
	友情网指标
	网络规模
	关系数量
	网络密度

	被预测的网络
	标准化 β
	Adj.R2
	标准化 β
	Adj.R2
	标准化 β
	Adj.R2

	短信网指标
	0.605***
	34.5%
	0.646***
	39.7%
	0.360*
	10.0%

	即时通讯网指标
	0.656***
	41.0%
	0.679***
	44.2%
	0.413*
	14.2%


*p<0.05; ***p<0.001.
RQ4：青少年基于SITs的同辈关系网是否改变了同辈友情网中的权力分布状况？如果是，哪些人的权力资源得以增加而哪些人的有所流失？
关系网络的中心度可用于表征个体权力资源的多寡。通过比较现实关系网中不同个体在SITs关系网内中心度的可能变化，可判断哪些个体藉由SITs使用受益更多。如表5，受访者在友情网、短信网和即时通讯网中的点度中心度均值分别为64.52、33.12和45.81。接近中心度的均
值由高到低依次是友情网、即时通讯网和短信网。与前两个指标不同，受访者短信网（2.56）和即时通讯网（1.97）的中间中心度较高，友情网较低（1.22）。对此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解释。
表5 青少年三种同辈关系网络的中心度
	 
	 
	点度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友情网
	短信网
	即时通讯网
	友情网
	短信网
	即时通讯网
	友情网
	即时通讯网
	 
	友情网

	均 值
	64.516
	33.118
	45.806
	74.998
	58.587
	65.134
	1.224
	2.558
	 
	1.965

	标准差
	17.197
	16.995
	19.638
	9.454
	8.595
	9.680
	0.899
	3.285
	 
	2.027

	最小值
	26.667
	10.000
	6.667
	57.692
	44.118
	46.875
	0.057
	0.000
	 
	0.000

	最大值
	93.333
	73.333
	80.000
	93.750
	78.947
	83.333
	3.315
	13.371
	 
	8.182


是否存在这样一些青少年：他们在友情网中权力拥有状况不佳，但在SITs关系网中有所改善？表6显示 4，受访者的三种中心度指标，在SITs关系网与友情网中的表现有显著差异。一些在友情网中拥有较多权力资源的受访者，却在SITs关系网中表现不佳。与此同时，另一些在友情网中权力资源较少的受访者，却在SITs关系网中获得了较多的权力资源。为详细说明，我们进一步考察每种关系网中三种中心度指标排名最靠前的五名受访者。
表6 青少年个体友情网与传播技术网三种中心度的交叉分析
	 
	 
	短信网 a1, a2, a3
	即时通讯网 b1, b2, b3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合计

	友
	低
	6/7/6
	5/4/4
	0/0/0
	8/9/6
	2/1/4
	1/1/0
	11/11/10

	情网
	中
	3/3/3
	4/4/4
	2/2/4
	1/1/3
	5/5/4
	3/3/4
	9/9/11

	
	高
	0/0/1
	3/3/3
	8/8/6
	2/1/1
	2/3/3
	7/7/6
	11/11/10

	 
	合计
	9/10/10
	12/11/11
	10/10/10
	11/11/10
	9/9/11
	11/11/10
	31


注：(1)字母a1/b1, a2/b2, a3/b3分别代表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的比较; (2)a1X2=15.709, df=4, p=0.003, a2X2=16.738, df=4, p=0.002, a3X2=9.820, df=4, p=0.044; (3)b1X2=14.436, df=4, p=0.006, b2X2=18.649, df=4, p=0.001, b3X2=9.820, df=4, p=0.044.
表7 每种同辈关系网络中心度指标的前五个节点
	点度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友情网
	短信网
	即时通讯网
	友情网
	短信网
	即时通讯网
	友情网
	 
	短信网
	即时通讯网

	DY
	LYM
	HK
	DY
	LYM
	HK
	LYM
	 
	LYM
	BX

	（ 93.33）
	（ 73.33）
	（ 80.00）
	（ 93.75）
	（ 78.95）
	（ 83.33）
	（ 3.32）
	 
	（ 13.37）
	（ 8.18）

	CXY
	BX
	LYM
	LYM
	BX
	LYM
	DY
	 
	BX
	HK

	（ 90.00）
	（ 70.00）
	（ 76.67）
	（ 90.91）
	（ 76.92）
	（ 81.08）
	（ 2.93）
	 
	（ 10.90）
	（ 6.25）

	LYM
	QF
	BX
	CXY
	QF
	BX
	NDB
	 
	QF
	YCG

	（ 90.00）
	（6 3.33）
	（ 76.67）
	（ 90.91）
	（ 73.17）
	（ 81.08）
	（ 2.86）
	 
	（ 7.38）
	（ 6.02）

	NDB
	ZH
	YCG
	XLF
	ZH
	YCG
	CXY
	 
	ZH
	LYM

	（ 86.67）
	（ 56.67）
	（ 76.67）
	（ 88.24）
	（ 69.77）
	（ 81.08）
	（ 2.64）
	 
	（ 6.56）
	（ 4.42）

	XLF
	CXY
	QF/CXY
	NDB
	CXY
	QF/CXY
	WX/XLF
	 
	YLZ
	QF

	（ 86.67）
	（ 53.33）
	（ 70.00）
	（ 88.24）
	（ 68.18）
	（ 76.92）
	（ 2.05）
	 
	（ 6.16）
	（ 3.81）


表7列举了在每种关系网中拥有最多权力资源的受访者，即“明星”人物。点度中心度指标，LYM在三种关系网中皆排名前五；DY在现实中拥有最多权力，在SITs网中却未能列入前五；BX和QF在友情网中点度中心度不高，他们却在SITs关系网中有瞩目表现。接近中心度指标，LYM仍是三种关系网中唯一排名前五者；DY拥有最高的友情网接近中心度，但在SITs关系网中表现平平；BX与QF在友情网中默默无闻，在SITs关系网中却跻身前五。最后，LYM在三种关系网中始终保持着较高的中间中心度，在友情网中表现较佳的DY在SITs关系网中未能维持这种优势；BX和QF在友情网中较少能控制他人，却在SITs关系网中较多担当“中间人 ”角色，居间权力得到增强。
五、结论与讨论
传播新技术及其内容对青少年如何产生影响，素来是研究者感兴趣的课题。历史上，随着电影、电视、VCD、DVD等媒介技术的扩散与应用，父母们及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曾就此类媒介上的色情内容对青少年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表达着极大忧虑（Lowery & Defleur,1995:3740）。时空压缩的传播环境使得人们随时随地与同伴联系成为现实。当前，各种社会交互式传播技术（SITs）愈来愈深刻地嵌入青少年的社会生活场域，成为拓展和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拥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网，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身份认同、认知发展、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Hartup & Stevens,1997）。有研究者认为，SITs将重塑青少年的社会关系网，影响他们现实生活的友情关系（Bryant, Sanders-Jackson & Smallwood,2006）。
作为互联网使用积极与消极效果论的典型代表，“增进假设”与“替代假设”是两种不同的分析思路。前者主张新型在线传播保持和创造青少年的社会联系，后者则认为削弱他们的社会交往和发展。1990年代后半叶，西方研究为后者提供了大量经验支持，但现今此种效果发生的可能性已大为降低。传播学者指出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早期在互联网中保持个人已有的关系网络比较困难，因为大部分人没有使用互联网，而今绝大多数青少年已成网络用户。其二，当时的网上交流工具（如MUDs和公共聊天室）适合与陌生人沟通，仅成就一场“陌生人之间的互动游戏”；如今的手机短信、即时通讯和社交网站，则对青少年的社会关系具有明显的增进表现（Valkenburg & Peter,2009b）。近期许多研究为积极效果论提供支持（Bessiere, Kiesler, Kraut & Boneva,2008；Lee,2009；Valkenburg & Peter,2007）。Valkenburg与Peter甚至明确指出，最近的互联网研究毫无悬念地表明，青少年的在线传播增进了社会联系和身心健康。更进一步的说，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影响，从消极到积极效果的转变与互联网的扩散阶段有关（Valkenburg & Peter,2009b）。
以社会网络分析范式为视角，基于对一手采集的关系数据的分析，本研究的结论支持了青少年新媒体使用社会效果的增进假设。首先，青少年SITs同辈关系网的重要分析指标，网络凝聚力和密度皆显著低于友情网，意味着他们的社会交往和资源获取更多依赖于现实社会中的友情关系，即SITs关系网还远未实现对友情网的“反客为主”，只能被视为友情关系的补充和延续（“主—客”格局明确），这无疑仅体现为“增进”而非“替代”。其次，在现实友情网中，联系相对紧密形成子群的个体，在SITs关系网中与其他个体形成不同的 “小圈子”，这意味着，他们藉由SITs使用改变着已有的交往结构。由于SITs关系只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增进，此种改变可被视为是对他们既有关系结构丰富性的“增进”，因为这发生在“主—客”格局明确的情形下。
在增进效果框架下，我们发现，在个体网层次，受访青少年的友情网指标（网络规模、密度和关系数量）在相当程度决定着SITs关系网的相应指标，表明友情网对SITs关系网的重要影响。这再次印证了“基于SITs的关系只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增进”的论断。因为有什么样的现实交往，就有什么样的在线沟通。这支持了“富者愈富假设”，即在现实中拥有更大规模、密度和关系数友情网的“社会融入者”，在SITs关系网中继续发扬了此类优势。但与上述发现不同，在个体网层次的三种权力指标上，受访青少年却在SITs关系网中拥有不同于现实友情网的权力资源：一方面，部分在友情网中拥有较多权力资源者，在SITs关系网中所处的地位不佳；另一方面，部分在现实友情网中的相对边缘者，却在SITs关系网中获得了较多的权力资源。因此，本研究同时为增进效果框架中的两种竞争性假设提供了经验证据，这主要是因为SNA范式中的分析指标，从不同角度在操作层面体现了两种假设的内隐思路，而这不曾为此前研究所关注。当然，未来研究应就这两种理论假设做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的价值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揭示了社会网络分析（SNA）范式对新媒体社会效果研究的方法论价值。随着互联网发展到Web2.0阶段，公众作为新媒体用户，已经历史性的从“有限的个体”转变为“网络化的个体”（Wellman,2002:10-25），所有在线活动，无不指向开放、互动和分享，无不在特定的社会网络中实现。只有在一定的关系网络结构之中，研究者才得以考察其中特定的社会行动者与他人的传播行为。各种SITs，特别是融合了用户信息交流和人际关系的博客、微博等互联网应用的发展和广泛普及，更加凸显对人类传播现象进行网络化研究的必要和迫切。此时，传统的基于个体心理和行为属性变量的研究，已不能满足传播实践的发展。SNA范式作为拥有广泛前景的方法论，对探索基于各种新媒体中介的传播行为，特别是对互动关系的强弱变迁、传播关系结构与社会资本、基于社会性媒体（social media）的信息共享网络、社会资本中的数字鸿沟等议题，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价值。
第二，从实证检验和理论拓展两个向度，就新媒体使用对个体社会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本土化考察。首先，研究为新媒体使用社会效果的“增进假设”提供了实证依据，因为SITs关系网的各项指标显著低于友情网，后者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前者。其次，研究也为“富者愈富假设”和“社会补偿假设”提供了经验证据。因为一方面，被访者线下交往的优势继续在线上得到体现；另一方面，从友情网到SITs关系网，权力资源的分布偏向于线下关系网的边缘地位者。再次，我们特别采用“交往结构”（子群结构）和“权力”的概念，就SITs使用对现实交往的增进效果做了深入解释——SITs关系对现实友情关系的“增进”，除了体现在前者的网络指标取决于后者外，也体现为前者对后者“交往结构”的丰富和补充。借助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权力”概念，我们对“增进假设”框架下的“社会补偿假设”给予了阐释。由此，通过引入新的解释概念，本研究不仅为不同的理论假设提供了比较与融合的可能性，也为未来研究开掘了新的可能拓展方向。
注释 [Notes]
1. MUD（Multiple User Dimension, 多用户层面）游戏，也称Multiple User Dungeon（多用户地牢）或Multiple User Dialogue（多用户对话），是很多用户参与游戏的一种计算机程序。
1. 如基于关系的互惠性（如c层次派系）、基于子群成员之间的接近性或可达性（如n-派系和n-宗
2. 派）、基于关系频次或点度数（如k-丛和k-核）等方法。
2. 自举法（Bootstrap method）是Efron（1979）发展的一种方法，借助于电脑实施，是近代统计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举抽样（bootstrapping）是在一个容量为n的原始样本中重复抽取一系列容量也是n的随机样本，保证每次抽样中每一样本观察值被抽取的概率都是1/n（复置抽样）。优点在于，它无需对分布特性做严格假定即能进行推断分析，因为它使用的是真实数据分布。自举抽样次数可通过Ucinet中的参数“Number of samples”设定。通常情况下，比较两个网络的密度是否相等的默认自举抽样次数为10 000次。详见Efron, B. (1979). Bootstrap Methods: Another Look at the Jackknife. The Annals of Statistics, 7 (1), 1–26.
3. 4. 检验程序：以该表中友情网与短信网在点度中心度指标（即a1）的卡方检验为例，首先将31个受访者在友情网和短信网中的点度中心度数值计算出，由连续数值转换为类别变量。点度中心度数值排名在前三分之一的转换为“高”点度中心度组，中间三分之一为“中”，最后三分之一为“低”。在友情网中点度中心度被分为“低”组的11名受访者中，有6人在短信网中的点度中心度依然处于“低”的状态，而其他5人在短信网中的点度中心度排名上升到中间状态。这就是说，一些在友情网中点度中心度（权力资源）较低的个体，在短信网中发生了改变，权力资源有所增益（如拥有中等程度的点度中心度）；与此相反，友情网中若干权力资源较多者也可能在短信网中部分流失这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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